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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秀問題：知識分子和廣電總局 
黃微子 
 
題記： 
自 2005 年湖南衛視第二屆《超級女聲》火爆非常以來，大陸流行文化領域儼然成了一個超級秀
場，不僅《超級女聲》聲聲不絕，湖南衛視更是趁熱打鐵推出姊妹品牌《快樂男聲》，而上海的
東方衛視也有一檔定位相近的《加油！好男兒》，此外北京電視臺的《紅樓夢中人》選秀亦反響
熱烈。“超女”一夜便有數百近千萬的場外短訊投票收入，引得各級電視臺蜂起模仿，類似節目
層出不窮。所謂“超女”現象，已經成了一種知識分子不可不知、無法沉默的“時事”。2005
年就有許多評論，以為“超女”模式是“娛樂民主”或者“演練中的民意指向”或者乾脆是“庶
民的勝利”，當然也爭議不少。直至今年夏天，大陸重要的專欄作家許知遠仍在《亞洲週刊》的
專欄上討論以“超女”為代表的選秀節目。許知遠代表的是另外一種知識分子立場，非常精英主
義。而不久之後的 9 月中旬，隸屬於中共中宣部的廣電總局就發出一道禁令，對選秀節目進行了
非常細緻乃至於“苛刻”的規訓，由於廣電總局總攬大陸廣播電視行業內的生殺予奪大權，這道
禁令事實上宣告了現行選秀模式的終結。而廣電總局素來被認為和中國中央電視臺親如一家，是
後者在政治上的代表和保護傘，而中央電視臺目前最強有力的對手不外是總部設在香港的鳳凰衛
視和長沙的湖南衛視，因此，廣電總局相繼推出的一系列政策都被坊間解讀為是替央視出頭打擊
對手。 
 
八月初我在貴陽做客的時候，主人抱怨說鳳凰衛視忽然間被停，不明原因。而據
我所知，當其時鳳凰的節目並無越軌之處，而且為了打拼大陸市場，鳳凰其實已
經在自我“規訓”。我想到，或許它被“懲罰”的唯一原因正是它所彰顯出來的
拓展的野心。 
 
回到香港以後，看見《亞洲週刊》（今年的第三十三期），仿佛印證了我的揣度，
在“專家們”的分析中，這是一個“市場競爭，政治解決”的事件，表面上“打
政治牌”，暗地裏“算經濟賬”。 
 
我們滿意於這樣的解釋，以為看透了事物的本質。所以當這一次廣電總局出臺
“進一步加強群眾參與的選拔類廣播電視活動和節目的管理”的“措施和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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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”時，我們習慣性地想到這大概也是一場“市場競爭”，披著“政治解決”的
外衣。畢竟央視沒有在這場由湖南衛視領跑的地方電視臺組織的“全民”選秀運
動中分到一杯羹，是一個顯見的事實。帶著這樣“陰謀論”的假定，我們很容易
就將目光停留在“不得採用手機投票、電話投票、網絡投票等任何場外投票方
式”上，並意識到它的經濟意義，誰不知道短訊一塊錢一條呢？所有場外投票等
於多少利潤，我們在電視屏幕上選秀的現場有直觀的體認。 
 
但是且慢，這種穿透現象的本質論似乎走得太快，以至於在草草獲得了這樣一個
結論之後我們就可以不再深究其它的意涵。事實上，任何現象都不會有一個最終
的可以簡單歸納的本質，它要複雜得多。廣電總局的禁令是否有這麼“經濟決定
論”，大概還是值得推敲的，畢竟作為一個“上層建築”實體，它施加的最大、
最直接的影響還是在意識形態領域。況且，我們似乎可以不必太在意禁令發出的
所謂“真實”動機，也可以不必憂慮地方上星電視臺是否被擠佔了市場——君不
見在報道中各相關地方媒體負責人都嚴格遵守而各懷算盤？他們當然比我們更
瞭解他們自身的生存之道。 
 
把禁令純粹視作是不同的媒體利益集團之間的傾紮和博弈，是一個危險的事情。
這就等於遮蔽了禁令在文化上產生的後果。而事實上，一個事件重要的不是動
機，而恰恰是後果。 
 
因此，我們要把禁令還原成文化生產和消費的規則，著眼於它所依憑的價值體系
和管理手段。 
 
我們很容易就看到一條相關鏈接，在中青報的調查中，“廣電總局叫停低俗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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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獲得 96.4%的民意支持”（我們姑且不論問卷是如何設置，樣本是如何擇
取）。也許我們不必拘泥於具體的數字以及它得來的方式，對選秀節目的不滿，
其實是我們俯首可拾的經驗性事實（當然更多的情況是，邊罵邊看，生怕落伍）。 
 
讓我列舉一條經驗性事實，那便是我所閱讀到的許知遠專欄（《亞洲週刊》今年
第三十期）。在這篇高度地批判“自我沉溺的社會”的文章中，許知遠毫不留情
地指名道姓地批評了選秀節目的兩大巨頭——湖南衛視的魏文彬和上海文廣的
黎瑞剛。對於他們所主導的選秀，許知遠說：“令我沒法忍受的是這些節目的壞
品味。那些姑娘、小夥子像是缺乏生命力的玻璃、塑膠；他們經過設計的衣著與
動作，毫無和諧的美感；他們所作的表達，則又千篇一律，將蒼白當作單純，將
濫情視作真情。那些評委的點評則是一場看誰更愚蠢的比賽。”“這類節目吞噬
了中國媒體的主要金錢與能量，敗壞了它們本就不多的創造力。”他認為：“在
現代社會，媒體機構甚至比傳統教育機構肩負著更重的教育使命。”因此，對於
像魏文彬、黎瑞剛這樣“正在把握中國媒體話語權的一代人，如果他們不是鼓勵
年輕人更廣闊、深入地探索世界，去認識生命豐富，而用淺薄的‘一夜成名’來
誘導他們，不加克制地鼓勵他們拙劣的模仿與愚蠢的自我沉溺，並把這種愚蠢的
放縱轉化成自己的收益，這種行為顯然令人憂慮。” 
 
不難發現，在這篇早於禁令發出的專欄中，許知遠所展現的道德高度和廣電總局
幾乎是一致的。比如在禁令中，我們看到選手“不得製造噱頭、刻意煽情和渲染
悲切情緒”，而“評委、嘉賓要具有良好的社會公德、個人品德和文化涵養。評
委、嘉賓點評要公正、專業、恰當、簡短，要引導觀眾提高藝術鑒賞水平，不得
談論與選拔本身無關的內容，不得利用評委、嘉賓身份張揚自我，著裝、髮型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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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得體”等等，似乎正在呼應著上文所引述的許知遠的批評。 
 
那麼，精英知識分子和國家管理機構達成共識了麼？仿佛也不儘然。假設他們在
選秀問題上共享了價值觀，那麼他們顯然有著不同的方法論。 
 
對於廣電總局來說，一種以國家的名義作出的文化宏觀調控，是通過一紙事後追
懲的禁令來執行。有理由相信，這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做法。也許不久之後我們
就將看到許知遠所指責的“壞品味”和“把愚蠢的放縱轉化成媒體的收益”的
模式，很快有了一具不同的肉身。等到廣電總局注意到這些畫皮的借屍還魂，媒
體巨鱷們已經足賺了一陣。在這個意義上，禁令總是來得太遲。 
 
而許知遠寄望於媒體從業者，特別是個別領軍人物的良知。然而，在許先生自己
所描述的這個“工具理性戰勝價值理性”的今日社會，恐怕連他自己都會同意，
他開出的這副道德靈藥很可能也是單純得近乎蒼白。 
 
至於我，我當然不會相信選秀是所謂“娛樂民主”的神話。全民（何況還不是全
民，而基本是承擔起時間和費用的年輕人）加投票（投票的權力不是來自于人人
生而平等的公民權，而是一塊錢一條的短信費）不一定等於“民主”，倒比較有
可能等於“民粹”。這一點，許紀霖教授和崔衛平教授已經爭論過。當然，“娛
樂”和“民主”抑或“民粹”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無比的議題，我們姑且暫放一
旁。 
 
其實這樣一種由概念出發的爭議（即先有一套對於“民主”和“民粹”的觀念，
再檢視“超級女聲”到底能不能裝進抑或要裝進哪一隻觀念的襪子）是過於輕易
而意義甚薄的。“超女”創造了許多新的社會流行語，諸如流傳甚廣的“PK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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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是所謂 Player Killing 而不是 Dr. Po-keung Hui），到底有著怎樣的詞源學，而其
指涉的一整套殘酷的淘汰機制又有著怎樣的意識形態後果，為何此詞一出就被到
處借用？“超女”在大陸培養或者建構起一套不同以往、非比尋常的“粉絲”文
化（fans culture），凡此種種，又有誰深入、用心地研究過？在“超女”這個新
潮的龐然大物面前，大陸的知識分子顯示出問題意識和方法學的陳舊。 
 
在對選秀問題進行務實的研究之前，我不應該憑個人好惡對它下太多判斷。但
是，請允許我假設，假設許知遠先生和廣電總局在此問題上有著正確的價值立
場，那麼好，在方法論上，我相信教育，而教育是一項長期並且系統的事業。所
謂“現代社會媒體機構甚至比傳統教育機構肩負著更重的教育使命”是一句陳
詞濫調，事實上，一個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，他所受到的教育並不可以割裂開來，
沒有哪個機構比另外一個機構肩負著更重的教育使命，如果我同意許先生說這個
社會正在變得自我沉溺而不健康的話，那麼文化和教育是一個綜合的體系，傳媒
並不能孤立改變什麼。 
 
對精英知識分子來說，高度的批判是一種過於輕鬆的優雅，也可能是一種自我沉
溺的危險。和禁令沒有兩樣，是對權力的迷戀。然而它解決什麼？ 
 
如果說，年輕人不應該期待“一夜成名”，那麼我們同樣不應該期待“一紙風
行”能夠醫治痼疾，無論是一紙禁令，還是一紙專欄。問題是應該進行刻苦而長
遠的制度建設，這種制度建設必須始於嚴肅的研究而不是空談，你必須真正理解
為什麼“超級女聲”會紅火至此，而不能於于家長式的挑眉瞪眼命令道不應該如
何如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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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電總局的禁令一下，問題彷彿迎刃而解，或者選秀作為一個時髦的話題已經過
氣，我們再難見到平心靜氣的分析，正如我在文章開頭所說的那樣，大家滿足於
這是一場“利益衝突”、“經濟糾紛”，便將其輕輕放過。 
 
而在我看來，或許選秀已死，蓋棺定論，正是時候進行科學的文化政策研究和建
設。 
9 月 28 日初稿 
10 月 19 日修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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